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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扩散的度量、

途径及阻碍:一个文献综述

别朝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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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大部分技术来源于少数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技术通过各种渠

道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对各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技术扩散日

益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国际技术扩散的文献进行
了梳理和总结，包括技术扩散度量的方式、技术扩散的途径及影响技术扩散的因素。相关
研究文献表明，在数量上更精准地度量国际技术扩散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通过国际贸易

实现的技术扩散能够提高几乎所有国家的生产效率，但是与 FDI 流入相联系的技术扩散
溢出效应却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一国的地理距离、技术差
距、要素禀赋以及政治制度等若干因素为理解这一现象提供了解释。
关键词: 国际技术扩散 度量 国际贸易 FDI流入

一、引言

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因素。各国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各
国间人均收入的差距。目前，全球大部分的技术创新活动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技术竞争中，发
达国家是绝对的领导者。发达国家创新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扩散，强化发达国家增长中的
“俱乐部收敛”现象;另一方面，先进技术通过各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扩散，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提供
了有利的外部技术条件。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外来技术的扩散能够解释
国内生产效率增长的 90%甚至更多( Keller，2004) 。
在技术内生化之后，国际技术扩散( Technology Diffusion) 问题日益成为增长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这一支文献对技术扩散问题的关注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 1) 在数量上如何测度技术扩散; ( 2) 先进技术通
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传播; ( 3) 技术在不同国家扩散的绩效为什么不同，即决定技术扩
散的因素是什么? 数量上度量技术扩散是深入细致研究国际技术扩散的前提。经济学家们力图更加准确地
对各种技术的扩散进行度量和追踪，提出了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 ( extensive margin) 和集约边际 ( intensive
margin) 的度量体系。通过对各国技术扩散效应的度量，经济学家们发现不同国家技术扩散的渠道和绩效千
差万别。这一现象与国际技术扩散途径( 如国际贸易、FDI和直接交流等) ，以及一国的地理距离、技术差距、
要素禀赋、开放程度和政治制度等等因素紧密相关。
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和 FDI流入国之一①，如何把握和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分享国际技术进步

的好处，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仍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长期增长战略的核心任务之一。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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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统计年鉴》( 2010) 相关数据表明，2008 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 FDI inflows) 在世界排名第三
位。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达到 25 608 亿美元，FDI流入总额为 1 083 亿美元，分别占世界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和 FDI 流入总
量的 7． 88%和 6． 38%。



从技术扩散的度量、技术扩散的途径、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把握国际技术扩散文献的演进脉络，这一
方面有利于我们掌握理论研究的发展动向与趋势，另一方面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评价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

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技术扩散的度量

(一)技术扩散度量的先驱

其实很早就有经济学家注意到了技术扩散的度量问题，在这方面不能不提 Griliches( 1957) 和 Mansfield
( 1961) 的工作。他们工作的核心是度量一国已经使用某项技术的企业数量占所有该技术潜在使用者的比
例，利用这一比例去度量技术扩散。Mansfield( 1961) 研究了美国国内的 12 项新技术在 4 个行业的所有企业
中的扩散情况，结果发现这 12 项技术扩散随着时间推移都遵循 S 型曲线路径，这就是著名的技术扩散 S 型
曲线。S型曲线表明，在某项技术创新的初始阶段，使用该技术的企业数量较少; 随着新技术的成熟和人们
对新技术经验的积累，在高利润的诱导之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模仿并采用该项技术，新技术迅速扩散;当技术

被大规模地使用，利润率不断降低，新技术扩散的速度会放慢下来，新技术也慢慢进入了衰老期。
可以看出，早期研究更关注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而非在国家之间的扩散;但是技术在国家之间的扩散和

技术在一国企业之间的扩散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其扩散模式、扩散路径都有着相类似的地方。然而该方法仅
仅只是提供了关于度量技术扩散的洞见，对技术在国家之间的扩散并不关注，因而也无法适用于更为复杂的

国际技术扩散情形: ( 1) 有些技术仅仅被使用者购买而没有被使用，便不会对生产效率产生任何影响。比
如，汽车技术和航空技术等。( 2) 有些技术的使用者可能会购买两个甚至两个以上单位的某项技术，比如计
算机技术，一个企业或消费者通常会使用若干个单位的计算机。显然，用新技术已经使用者的数量占所有潜
在使用者的比重作为度量技术扩散的方法是不合适的( Comin，Hobijn and Rovito，2008) 。尽管早期文献存在
这些缺陷，但是经济学家们早期的探索和发现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
(二)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度量的间接指标

在 Solow( 1956) 开拓性的工作之后，TFP(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 一直被用来核算和度
量技术效率。TFP的概念脱胎于 Solow余值，技术进步被认为是 Solow余值的主要内容，因此，TFP也被认为
是主要度量技术水平的指标。到内生增长理论时代，经济学家们开始将技术置于分析的核心，不再用笼统的
Solow余值的概念去计算技术效率，细致地考察技术的内涵及其影响长期增长的作用机制，选择用 R＆D 支
出、基础研究投入、专利或国际科学出版文献等活动表示技术进步。在此基础上，经济学家们根据具体的研
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建立灵活多样的计量模型来度量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Keller( 2009 ) 将这些方法总结
为以下三种情况: ( 1) 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表现为一个主体 R＆D支出与另外一个主体的 TFP之间的相互关
系( Keller，2001) 。例如，Coe 和 Helpman ( 1995 ) 认为进口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表现为进口国的生产效率
( TFP) 与出口国的 R＆D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 2) 新专利一般是在现有专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利的发
展过程间接地反映了技术扩散的过程。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数量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专利数量联系
起来，也是度量技术扩散溢出效应的一种方法( Eaton and Kortum，1999 ) 。( 3 ) 用某一种经济活动代替 R＆D
或者专利，直接度量该经济活动中的技术扩散效应。例如，FDI流入与东道国本土企业的 TFP之间的相互关
系，反映了 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 Xu，2000; Keller，2009) 。
利用 TFP以及其他替代指标进行计量回归的方法虽然为文献大量采用，然而这样的处理并不完美，且

常常受人诟病: R＆D支出和专利等指标只记录了部分的技术创新活动; 并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没有
R＆D支出等活动的长期记录( Comin，et al．，2008) ，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及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TFP不仅
仅包括技术进步，还包括了制度、气候、资源配置改善等其他影响生产效率的因素。
(三)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

Comin和 Hobijn( 2004) 以及 Comin、Hobijn和 Rovito( 2008) 修正和扩展了早期度量技术扩散的方法，提
出了一种新的度量技术扩散的方法，即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 ( extensive margin ) 和集约边际 ( intensive
margin) 。这一分类表达了如下的思想:对于某项新技术的采用而言，企业的决策为是否采用该技术? 即便
采用了该技术，将在多大强度上使用该技术?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问题仍然分为两层:一是适合采用该项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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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潜在使用者有多少使用了该项技术? 二是所有使用该技术的使用者中以多大的强度使用该项技术? 第

一层问题就是扩展边际的概念:在某一时点上某项技术的使用者占潜在技术使用者的比重。显然，技术扩散
的扩展边际这一概念系统化了早年度量技术扩散的思想。当一国使用某项技术的企业比重越来越大时，技
术扩散的扩展边际也越来越大，这实际上度量了一国采用该项技术花费的时间长短以及新技术在“面”上的
扩散。第二层问题则是技术扩散的集约边际的概念:即某项技术的使用强度，使用者在多大的强度上使用新
技术，它实际上反映了技术扩散在“程度”上的深化。
我们以信用卡技术为例来说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概念( Comin，2008) 。所有那些达到信用卡持有

资质的消费者都是信用卡这项技术的潜在使用者。对信用卡技术的扩散而言，有两个问题需要区分: ( 1) 那
些信用卡的潜在使用者中有多少人持有信用卡; ( 2) 这些持有信用卡的人在多大强度上使用信用卡，在统计
上一般使用人均信用卡交易次数。前者就是信用卡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它度量了信用卡技术的扩散情况，
但是这种度量是不完整的，因为从这一指标中我们看不到新技术的实际使用情况，也无从知道新技术在什么

样的程度上发挥作用。后者则是信用卡技术扩散的集约边际，它度量了信用卡技术的实际使用程度。只有
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全面地度量新技术的扩散情况。在理论和实证上，技术扩
散指标的这一细化意义重大。笼统的讨论技术扩散并没有很强的实际意义，技术扩散指标的细化是经济学
家们打开技术扩散黑箱的一个尝试，是我们更进一步讨论技术扩散问题的前提。将技术扩散在“面”上( 扩
展边际) 和“程度”上( 集约边际) 进行区分，使得人们能够在更加深入的层面上分析不同技术扩散的形态、路
径和背后的影响机制( 毕竟不同的因素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方面是不同的) 。

Comin 等 ( 2008 ) 专门建立了技术采用跨国历史数据库 ( cross country historical adoption technology，
CHAT) ，记录从 1800 年以来 115 种主要技术在超过 150 个国家里不同行业的使用情况，并为每一项技术设
计了度量集约边际的指标。Comin等发现:如果考虑了每项技术的扩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不同的技术
在各个国家里的扩散路径就会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模式，不再遵循经典的 S型曲线路径。
根据现有文献( 例如，Comin and Hobiijn，2010a) ，考虑到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之后，技术扩

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在各国间的差异要远远大于彼此之间收入的差异，不同技术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

际根本不一样，这些差异一方面由技术本身造成，另一方面由各国的差异造成①; 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随着

时间的推移会出现收敛的趋势，但是集约边际却没有出现任何收敛的迹象( Comin and Hobiijn，2010b) ②，这
一研究结论说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技术或快或慢地扩散到世界各国，但是各国新技术的应用程度对生产

效率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三、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

国际技术扩散的途径有国际贸易、FDI 和直接交流( 科学文献、国际会议等) ③三种形式。其中，国际贸
易和 FDI流入是最重要的两种途径( Xu and Wang，1999; Keller，2001) 。因此，本文将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
和 FDI流入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简单的梳理。
(一)进口贸易与国际技术扩散

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产生的新技术往往物化在其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资本品中。通过国际贸易，进口
国至少可以获得两方面的好处:一是体现先进技术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投入生产，直接应用了先进技术。二
是进口国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提升了本国的技术水平。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认为进口贸易是国际技术
扩散的重要渠道( MacGarvie，2006) 。通过进口贸易，外国技术对进口国的生产效率产生了“推拉效应( the
push and pull effect) ”( Comin and Hobijn，2004; Melitz，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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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Comin和 Hobiijn( 2010a) 利用 CHAT数据的研究发现电力和铁路技术在跨国之间的分散程度是跨国人均收入差
异的 40%，而炼钢技术则是各国人均收入差异的 170%。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33%归因于技术本身的特性，43%源于国家的
固定效应。

Comin和 Hobijn( 2010b) 的研究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不同国家的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分别能够解释跨
国人均收入差异的 25%和 45%。这表明技术能够解释跨国人均收入差距的 70%。
直接交流( 科学文献、国际会议、面对面传授等) 存在于无形之中，无法准确记录和度量，相关文献几乎未见。



1．进口贸易的“推动效应”，提高了进口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Coe和 Helpman( 1997) 认为，创新活
动和 R＆D支出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如果一国的贸易伙伴国主要是高 R＆D存量的国家，那么该国从进
口贸易中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大，TFP也就越高，他们选择 1971 － 1990 年的 77 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实
证分析证实了这一观点。Eaton和 Kortum( 2001) 注意到，与资本品进口相关的费用( 运输、关税和非关税贸
易壁垒等) 在各国是不同的，因此各国进口资本品的成本也不尽相同，具有高进口成本的国家会抑制对资本

品的进口。在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这四个主要资本品生产国里，资本品最便宜。相反，埃及、伊朗、津巴布
韦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资本品价格要高出许多，大约是前者资本品价格的 3． 5 倍。资本品的巨大价差能够
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效率差异的 25%，其中，贸易壁垒是价格出现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来自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同样证明了资本品贸易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Acharya 和

Keller( 2009) 发现 1973 － 2002 年 17 个主要 OECD国家的制造业所有部门的资本品存量包含四种不同来源
地的技术( 本国同行业的 R＆D存量、本国其他行业的 R＆D存量、外国同行业的 R＆D 存量、外国其他行业的
R＆D存量) ，这些变量都对某一特定部门的 TFP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外国 R＆D 存量对生产效率的影
响超过了国内 R＆D存量，而进口贸易是其主要渠道。

2．进口贸易的“拉动效应”，促进企业积极进行技术模仿创新活动。Holmes 和 Schmitz( 2001 ) 的模型描
述了这一效应的发挥。在高贸易壁垒的条件下，在某一行业处在“领导地位”的企业通常不仅不去进行有效
率的技术创新活动，而且还会花费相当的资源去阻碍其他企业的创新活动。在贸易壁垒解除后，国外大量的
低成本和高质量的产品涌入国内市场。面对外国企业强有力的竞争，企业会积极将资源从保护垄断地位转
向更富有效率的模仿和创新活动。Amiti和 Konings( 2007) 对 1991 － 2001 年的印度尼西亚贸易自由化进程
的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在印度尼西亚同时降低了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率之后，一方面，该国
的最终产品价格下降，提高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激发企业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企业获得多样

化且技术含量高的进口中间产品。当最终产品和中间投入品的进口关税率都下调 10%，则提高所有企业生
产效率的平均幅度分别是 1%和 3%。
(二)出口贸易与国际技术扩散

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能够提高一国或企业的技术水平的观点被普遍认同。例如，出口商在生产适合外
国需要的产品过程中，能够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改良等方面获得技术支持( Bernard and Jensen，1999) 。同
时，外国企业也会主动将隐性技术知识或者专利技术直接传授给出口供应商( Utar，2009 ) 。然而，许多经济
学家对出口和出口企业更富有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提出了质疑:究竟是因为有效率，企业才选择出口;还是

因为出口，企业才变得更有效率( 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 ? 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通过比较刚进入
出口市场的企业、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和退出外国市场的企业的生产效率等变量的变化轨迹，可以揭示出
口是否存在技术扩散的溢出效应或“边出口边学习”效应( learning － by － exporting effect) 。

Clerides、Lach和 Tybout( 1998) 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三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发现:从事出口活动
的企业一般具有相对较低的可变成本，而非出口企业的成本相对较高。然而，进入外国市场之后，企业的成
本和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不仅如此，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没有发生任
何变化。这表明效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出口带来了效率的改善，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存
在。Bernard和 Jensen ( 1999) 选择了 TFP、就业人数、工资、人均资本和生存概率等更多指标也证实了这一结
论。他利用美国普查局 1984 － 1992 年的面板研究数据库( Longitudinal Research Database，LRD) 数据进行分
析的结论是，出口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几年以前就已经表现出高速成长、就业规模扩大和劳动者平均工资上
涨等特征;成为出口企业后，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生产效率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值得肯定的是，成为出口
企业最大的好处是生存概率的提高。随着出口企业规模不断扩张，资源不断地向高效率的出口部门进行重
新配置，整个经济随之增长。
尽管没有实证研究直接证实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但是 Keller( 2004) 认为，既然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

的生存概率平均要高出 10% ( Bernard and Jensen，1999) ，这表明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比非出口企业增长得
更快。行业的异质性以及出口目的地等信息缺失都有可能掩盖出口的学习效应 ( Keller，2009 ) 。值得注意
的是，在随后的文献里，出口的学习效应被证明是存在的。来自 1992 － 1996 年撒哈拉以南 9 个非洲国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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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证实了这一点( Biesebroeck，2005) :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这些非洲国家的出口
企业更富有效率并在很多方面要显著优于非出口企业①;当这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生产效率水平更高且

增长得更快。De Loecker( 2007) 在研究中首次加入了对出口目的地信息的考察，他使用 1994 － 2000 年斯洛
文尼亚的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并构造反事实对照组来研究这一问题。他发现，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后
的生产效率平均提高了 8． 8%。随着时间推移，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在生产效率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并
且主要向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得更快。这一发现对帮助确认出口存在学习效应有
重大意义，证伪了长期以来主要文献认为的因为有效率企业才选择出口的观点。
(三)FDI流入与技术扩散
世界各国都承认 FDI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各国政府也都在不遗余力地吸引 FDI。FDI通过三种机制

对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扩散效应: ( 1) 示范效应。东道国本土企业通过观察和模仿外资企业的产品和
生产管理活动，收获技术溢出效应( Grg and Strobl，2005) 。( 2) 竞争效应。面对来自外资企业强大的竞争压
力，本土企业在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技术的同时加快模仿和采用新技术的速度 ( Glass and Saggi，2005 ) 。
( 3) 劳动力流动效应。曾经就职于外资企业的劳动者加入本土企业或创办新企业后，沉淀在这些劳动者身
上的新技术也随之扩散开来( Grg and Strobl，2005 ) 。已有文献对 FDI 的技术扩散效应的实证研究发端于
Caves( 1974) 和 Globerman( 1979) 等人早期的系列研究。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研究
汗牛充栋，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总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Keller，2009) :

1． 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与技术扩散
FDI水平溢出效应是指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同行业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

FDI对当地企业存在着正向的水平溢出效应。例如: Haskel、Pereira 和 Slaughter( 2007 ) 对英国企业的研究，
Keller和 Yeaple( 2009) 对美国企业的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FDI 对当地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却得不
到实证的支持。

Haddad和 Harrison( 1993) 采用摩洛哥国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观察其制造业行业中是否存在 FDI 的水平
溢出效应:尽管在外资份额比重大的行业中，各个企业之间的生产效率的差距相对更小些，但是并没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外资会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来自对委内瑞拉超过 4 000 家企业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
外资的参与与合资企业本身的生产效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仅限于雇员在 50 人以下的小型企业，FDI 对本土企
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存在负面的溢出效应( Aitken and Harrison，2006) 。Konings( 2001) 对 20 世纪 90 年代的保
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研究表明: 在三个国家中，只有波兰的外资企业比本土企业运行得更好。但是，
FDI提高本土企业生产效率的好处在波兰并不存在，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里该效应为负，其原因可能
是发展中国家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竞争并成功模仿新技术。
实证文献的结果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 FDI的溢出效应并反思实证研究的方法。Xu( 2000 ) 选择了跨国

企业分支机构花费在购买技术许可证或特许权的支出占其产值的比重作为其技术扩散指标，这一方法的优

势是将跨国企业的技术扩散效应与其他因素分离开来，在对 1966 － 1994 年美国制造业的跨国企业在全球
40 个国家里的分支机构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查之后发现:美国的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在发达国家里的溢出效应
显著，但是相同的技术扩散效应并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2． FDI的垂直溢出效应与技术扩散
FDI的垂直效应是指外资企业对同一产业链上的东道国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在同一条产业链上，

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两种方式。前向联系是指外资企业将其生产的中间投入品售卖
给东道国本土企业;后向联系是指外资企业向东道国企业买进中间投入品的过程。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在东
道国从事生产活动的跨国企业会有意识地将技术转移给当地的中间品供应商，主动帮助他们改善生产技术、
培训技术工人及传授先进管理经验等。这样做的目的是，跨国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中间
产品。从本质上来说，这是跨国企业为海外生产建立有效供应链的策略( Javorcik，2004; Blalock and Gert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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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
Javorcik( 2004) 认为，跨国企业有可能采取各种措施阻断技术向同行其他企业扩散，但是绝对不会阻碍

技术向其上游部门的供应商扩散。在这个过程中，本土供应商不仅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其生产规
模随着跨国企业对其产品需求的增长而扩大，进而收获规模经济;此外，跨国企业也为下游部门提供较高技

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和售后服务，促进下游本土企业变得更有效率。他利用 1996 － 2000 年立陶宛的企业面板
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FDI对东道国的技术扩散效应的确存在，但是通常只会通过后向联系发生; FDI 的水
平溢出效应及 FDI的前向联系效应并不显著。来自 1988 － 1996 年印度尼西亚国家的制造业数据进一步验
证了 FDI的垂直溢出效应( Blalock and Gertler，2008) :为了避免受到单个供应商的制约，跨国企业分支机构
通常会将新技术广泛传递给多家供应商;而掌握了先进技术的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使得位于供给市场下游的

包括跨国企业分支机构在内的所有企业都获得了质优价廉的投入品。Javorcik 和 Spaatareanu( 2009) 进一步
考察了 FDI垂直溢出效应中的内生性问题:为什么不是优秀的本土企业自我选择成为跨国企业的供应商，而
是本土企业成为供应商之后其生产效率才得以提高呢? 对捷克 FDI 的研究表明:跨国企业的本土供应商在
生产效率、生产规模、资本使用密集程度等方面的确比其他企业具有优势。但是除了本土企业这一自我选择
机制外，也有证据表明跨国企业与本土供应商之间的后向联系产生了技术扩散的积极影响。

3．劳动力流动与 FDI的技术扩散效应
跨国企业通常会比本土企业花费更多的资源去培训劳动者，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里，跨国企业是培训活

动的重要提供者( Javorcik and Spaatareanu，2009 ) 。如果那些接受了培训并积累经验的劳动者离开跨国企
业，转而受雇于本土企业或自己创办新企业，那么跨国企业的技术知识就能够外溢给其他劳动者和企业。

Strobl和 Walsh( 2002) 发现，在加纳为外资企业工作并接受过其培训的劳动者的工资，通常会比只接受
本土企业培训的劳动者的工资上涨更快。这意味着外资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的培训更富有生产效率。从长期
来看，FDI流入提高了该国所有企业的工资水平。这一发现为 FDI 通过劳动流动渠道实现技术溢出提供了
间接的证据。进一步地，Grg和 Strobl( 2005) 发现，如果该国本土企业的所有者或经理有在同一行业的跨国
企业工作的经历，这些企业往往比其他本土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然而没有证据显示，本土企业的所有
者或经理拥有在其他行业的跨国企业的工作经历会对该企业的生产效率产生积极影响。他们的研究又为
FDI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的不同做了相应的脚注。最近，Poole( 2009) 对巴西 1996 － 2001 年的劳动力市场
的研究显示:本土企业雇佣的具有跨国企业工作经历的劳动者比重越大，该企业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增长也就

越快;劳动者在跨国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的流动带来效率的扩散，提高了劳动者的平均生产效率。

四、什么决定技术扩散

如果技术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扩散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在不同的渠道中决定着技术的扩散?

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表明:一国的地理位置、技术水平、要素禀赋、政治制度、贸易开放程度等许多因素会影
响该国采用和模仿外国技术的速度，导致技术扩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巨大差异。
(一)地理距离

毋庸置疑，FDI会受到地理距离因素的影响，贸易文献中的引力方程( Gravity Equation) 表明了地理因素
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同时地理距离也会增加以直接交流的成本。Keller( 2001 ) 发现 1970 － 1995 年 G7 国
家( 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 之间的技术扩散呈现地理半衰期( geographic half － life)
的特征:当地理距离达到 1 200 公里时，大约有一半的技术会消失。同样地，来自对 1970 － 1995 年欧洲 86 个
地区的 R＆D和专利的研究表明:一个地区的创新活动投资的绝大部分好处被自身消化，其他地区只获得少
量的 R＆D 外溢效应，而这些地区也仅限于技术来源地区方圆 300 公里范围之内 ( Bottazzi and Giovanni，
2003) 。Eaton和 Kortum( 1996) 证明了技术在 G5 国家( 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 之间的扩散速度比在
G5 国家内部扩散的速度要缓慢许多。例如，一项美国的技术在美国国内范围内的扩散速度要比向日本扩散
的速度快 100 倍。
然而，随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交通成本的下降、信息和通讯的便捷、跨国公司频繁的经济活动等因素，逐

渐降低了国际技术扩散中地理距离的重要程度。Keller( 2002) 将 R＆D支出占据世界 R＆D支出 90%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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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国家视为技术生产国。一国离主要技术生产国( 例如美国) 的距离每上升 10%，该国的生产效率水平会
下降 0． 15%。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R＆D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而下降的幅度不断变小①，技术扩散的全球
化趋势日趋明朗。Keller( 2007) 的研究也再次支持了这一结论。
(二)技术差距

技术差距( technological gap) 代表两个经济主体的技术发展水平差距，一般用两个经济主体的劳动生产
效率的差距来表示。理论上认为，差距越大表明落后主体可利用的机会越多，技术扩散效应也就越明显
( Findlay，1978) 。然而实证研究的文献却没有支持这一观点。

Kokko等( 1994) 在对乌拉圭 FDI的研究中发现，只有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的技术差距不太大时，本土企
业才能够获得技术扩散效应。技术水平差距越悬殊，本土企业越没有能力从跨国企业的技术扩散中获益
( Glass and Saggi，2005) 。来自英国的研究也表明，技术扩散效应更显著地发生在与处于行业前沿的外资企
业的生产效率差距不大的那些企业之中( Girma，Greenaway and Wakelin，2001 ) 。同样地，Keller( 2009 ) 也指
出，在拥有 FDI投资的众多美国制造业部门中，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行业的 FDI对同行业本土企业产生的技
术扩散效应更为显著。因此，技术落后仅仅为外国技术溢出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东道国能够成
功地采纳新技术。东道国应该努力提高本国的 R＆D 支出和人力资本存量来改善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
( Crespo，Martín and Velázquez，2002) 。
(三)要素禀赋

要素禀赋决定了国际技术在一个国家的扩散速度。其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最为重要。如果一国只
投资体现前沿技术的资本品，那么落后技术就会很快随着原有资本存量的折旧而消失，新技术替代旧技术占

据主导地位;如果现有资本存量规模庞大，则会推迟东道国对新技术的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
的经济增长奇迹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资本存量几乎全部遭到摧毁，它们直接采用了体

现当时最先进技术的资本品取代被摧毁的资本品。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两国拥有更先进的技术，生产效率提
高和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更快( Gilchrist and Williams，2001) 。
物质资本对先进技术的选择机制同样适用于人力资本。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了与特定技术相联系

的技能与经验。新技术的出现意味着与旧技术相联系的技能和经验价值的贬值。即使新技术要优于旧技
术，劳动者也不愿意采用新技术而坚持使用旧技术。一国现有技术使用范围越广，就越难以转向采用新技术
( Comin，2008) 。
然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愿望非常强烈，却因其人力资本水平低下而无法

有效吸收新技术的扩散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往往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Comin and Hobiijn，2010b) 。Caselli
和 Coleman( 2001) 以计算机为例考察新技术在全球的扩散，他们发现教育水平是新技术采用的重要决定因
素:一国的小学教育程度以上的劳动者人数与该国人均计算机投资以同比例增长。Xu( 2000) 的研究更明确
指出，东道国本土企业从美国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获得技术扩散好处的人力资本门槛值是 1． 9 年( 25 岁以
上成年男性的中学平均教育年限)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并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当 Haskel、Pereira
和 Slaughter( 2007) 以及 Keller和 Yealp( 2009) 得到了 FDI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积极效应的结论之后，他们给
出的解释是:美国和英国是世界最主要的 R＆D支出国家，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吸收 FDI的技术扩散效应。
(四)政治制度因素

长期以来，政治制度障碍被认为是阻碍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例如，Comin和 Honbijn( 2010b) 的研究显
示，所有技术扩散的集约边际受到一国民主化程度的影响。政治制度影响新技术在一国内部扩散的机制是:
现有技术既得利益者在面临新技术威胁时，往往会采取各种努力游说当权者阻碍或推迟新技术的引入。然
而，好的政治制度能够提高游说成本( Myerson，2003) ，迫使现有技术既得利益者放弃游说，有助于新技术扩
散。
在长期中，政治制度仅仅是影响新技术扩散速度的必要条件，现有技术既得利益者的游说活动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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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Keller( 2002) 发现，G5 国家的 R＆D溢出效应随着距离增加而下降的幅度变小，地理距离的生产效率弹性为负数，其绝
对值从 1970 － 1982 年的年均 2． 4%下降至 1983 － 1995 年的年均 2． 0%。地理距离对技术扩散的影响程度正在下降。



还取决于新旧技术生产效率的差距( Comin and Hobijn，2009) :如果新技术要远远优于现有技术，即使在设置
障碍的情况下，消费者也会青睐新技术而放弃旧技术;如果新技术与现有技术差别不大，在障碍面前，消费者

选择继续使用现有技术。Comin 和 Hobijn( 2009) 以铁路技术在不同国家扩散的案例来说明政治制度的作
用。19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是一个民主化程度非常低的社会，当时主要依靠运河从事运输活动，尽管铁路的
引入能够改善水运的生产效率，但是在铁路发展初期，其运输效率与水运差距并不太大。独裁体制使得河运
既得利益者成功游说当权者为铁路技术的引入设立障碍，结果是中国的铁路技术扩散得非常缓慢。相反，在
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没有河运，19 世纪后半期这些国家也非常独裁，但铁路的发展远远超过了中国。
同一时期，比利时这个欧洲最民主的国家拥有发达的水运体系，该国的铁路技术也发展得相当迅速。独裁的
政治体制为比利时和中国的铁路发展长度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解释，而新旧技术的差异诠释了中国和日本等

其他国家的铁路技术扩散。
此外，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国际技术扩散。对外贸易壁垒直接提高了进口资本品

的成本，减少了一国对资本品的进口，从而减缓了新技术的扩散( Eaton and Kortum，2001) 。在一个政府支出
占 GDP比重很高、农业部门规模庞大、产权制度不完善的国家里，新技术投资水平普遍较低 ( Caselli and
Coleman，2001) 。

五、结论

国际技术通过对外贸易、FDI和直接交流等形式在世界范围内扩散，这一扩散过程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
获取新技术，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的有利机会。经济学家们从各个角度对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渠道、
机制、决定因素作了详细探讨。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研究的实证导向

经济学家们目前对国际技术扩散问题的研究已经开始超越早年增长理论家们对理论模型的关注，也不

大关注增长中的宏观理论机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种各样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家们不停地利用国家层
面、行业层面、企业层面的数据，运用各种各样的计量方法，来证伪或证实早年增长理论家们的理论假说，并
在实证上发现以往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经验事实，希望在一个更细更深的层面上解释技术扩散。
诚然，目前经济学家们对技术扩散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能够突破早年增长理论家们的理论预见，并且由于

学者们所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不尽相同，所以学者们的研究结论彼此迥异。但是正是这些不同侧面、不同
角度的研究不断提高我们对国际技术扩散这一问题的认识，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而深刻。
(二)技术扩散度量方法的进展

技术扩散度量方法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是国际技术扩散研究的重大突破。早年的增长理论家们虽然提出
了技术扩散的基本理论框架，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一套严格的技术扩散度量方法。如果没有一套严格科学
的度量指标，我们又如何知道技术扩散的事实，如何去揭示技术扩散背后的复杂机制?

技术扩散的度量方法的发展，开始解决这一问题。这一度量指标不仅度量技术扩散，将技术扩散在更细
的层面上分解，Comin等人创造性地提出技术扩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这一分解打开了技术扩散的黑
箱，使经济学家摆脱似是而非的技术扩散概念，在一个更细致更合理的层面上讨论技术扩散问题。
(三)与国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合流

由于涉及国际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国际技术扩散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与国际经济学的进展交织在一起。
这一合流与研究领域的重合紧密相关，当增长理论在国际化的背景下考察技术问题，国际经济学考察国际化

的增长效应时，两支文献的研究不可避免地重合了。其次，这种合流反映了经济学研究实证化的倾向。如前
所述，国际技术扩散的文献已经走上了实证化的道路，而国际经济学在 Trefler( 1995) 之后也进入了实证化的
时代，两支文献在研究路数上完全契合，这一转变反映了主流经济学界实证化的倾向。最后，国际技术扩散
文献直接借用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概念。例如，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概念实际上源自国际贸易理论，国际
贸易文献利用这样的概念刻画出口产品的选择行为。Comin等人根据研究对象特点，将这一概念修正之后，
用此概念刻画国际技术扩散，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文献也为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利用国际技术扩散效应提供了政策建议。首先，国际贸易和 FDI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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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主要途径，降低对外贸易壁垒并积极引入 FDI是首要任务。其次，在影响国际技术扩散
的众多因素中，一国的吸收能力已经取代了地理距离的主导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人力资本和
R＆D支出是决定吸收能力大小的核心因素。在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基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
本水平和 R＆D支出非常低下这一现实，人们反而开始担心“数字鸿沟( digital divide) ”会造成世界范围内人
均收入的两极分化。最后，政治制度、产权制度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也是影响新技术扩散的重要因
素。因此，发展中国家还应该注重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增加 R＆D支出、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推
进民主化进程以及完善产权制度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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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ment，Channels and Barriers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A Survey
Bie Zhaoxia

( 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Only a handful of rich countries attribute to most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world，then other countries get the gains on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through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 works o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 recent years due to close attention paid by more and more economists． Therefore，the paper surveys what is known about the
measur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echnology spreads and the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echnology
adoption． A new approach system in measuring technology diffusion has appeared recently，which is called extensive margin and
intensive margin． In addition，the major channels for technology diffusion includ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DI flows． What’s more，almost
all evidence shows technology diffus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trade benefits all countries． However，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FDI inflow are
very different across countries，which are attributed to many factors such as geographic distance，technologic gap，endowments and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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